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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易地搬迁是实施精准扶贫方略的重要途径之一，其减贫机制在于显著改善外部资源环境、增加贫困人口的
内生动力以及扩大收入来源等，实现贫困家庭的减贫脱贫。以南疆四地州７２４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利用倾向匹配得分
法 （ＰＳＭ）以及异质性分析来探讨易地搬迁对贫困户的减贫效果。结果表明，易地搬迁对农户减贫具有极显著正向影
响（Ｐ＜０．０１）。易地搬迁后，不同就业方式对减贫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以纯农业为主的就业方式对减贫有极显著的正
向影响（Ｐ＜０．０１）；兼业加农业为主的就业方式对减贫有负向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以打工为主的就业方式对减贫
有负向影响。建议政府充分发挥政策优势，对易地搬迁农户继续加强政策扶持与引导，加强劳动力就业培训，促进收

入多元化，实现贫困农户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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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地搬迁是政府为了改善贫困户的生产生活
条件，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引导贫困户从资源条

件匮乏地区向资源条件丰裕地区搬迁的一种扶贫

方式。易地搬迁被认为是突破资源禀赋制约的一

种重要手段。国务院于２０１９年２月发布了２０１９年
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文件中明

确指出强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措施，着力解决重搬

迁、轻后续帮扶问题，确保搬迁一户、稳定脱贫一

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持续贯彻落实党中央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实施“七个一批”脱贫攻坚措

施，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

方人”地区贫困群众脱贫问题的根本有效途径，聚

焦深度贫困地区，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截至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新疆已全面完成“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任
务，共计搬迁 ４０１４６户１６．９４万人。搬迁扶贫政策
贯彻实施这几年，从直观上看，易地搬迁户的生产

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搬迁农户在一定程度上

远离了荒漠化、盐碱化和沙化等自然灾害威胁，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得到进一步改善，易地搬迁

户的住房、饮水、出行、子女上学、就医等突出问题

都得到了很大缓解与改善，易地搬迁户幸福指数显

著提升。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搬迁户对新环境不适

应、缺乏可利用资源、搬迁后短期内无法找到替代

生计资源等问题也普遍存在。

本研究以南疆四地州（喀什地区疏附县、和田

地区于田县和皮山县、克州阿克陶县、阿克苏地区

拜城县）易地搬迁户为研究对象，以非易地搬迁户

为参照对象，分析易地搬迁对农户减贫的影响，以

实证分析结果来反映易地搬迁政策实施的实际

效果。

１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１．１　理论基础
学术界对易地搬迁的关注度一直较高，相关方

面的研究也较多。但易地搬迁对减贫的影响机制

如何，学者们的观点并不一致，大体分为３种。
一种观点认为，易地搬迁对农户减贫具有正向

促进作用，可有效化解农户生产生活所面临的不利

的、严重匮乏的资源环境约束，在消除生存环境恶

劣地区的绝对贫困上是卓有成效的［１］。与不搬迁

户相比，搬迁户收入明显较高，贫困发生率明显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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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贫困深度和强度也有所降低。其中，朱永甜等

研究发现易地搬迁能够显著提高农户的总体生计

资本水平，社会、人力、金融和物质资本都有显著优

化，减贫效应显著［２］。陈胜东等认为搬迁移民对农

户减贫有比较明显的效果。易地搬迁能有效地增

加移民户物质资本及社会资本，显著提高移民户生

计资本，达到农户减贫目的［３］。

但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易地搬迁对

农户减贫的效应并不明显，只是改变了农户生产生

活的自然空间，却难以改变导致农户陷入贫困的经

济、社会、政治环境，农户自身的内生动力、对新环

境的适应能力以及资本、技术等要素投入问题。如

王文略等提出搬迁后农户会增加陷入暂时性收入

贫困的可能，生态移民对降低农户贫困剥削得分的

效应较弱［４］。张建指出，易地扶贫搬迁在实现长期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上有一定的局限［５］。邢成举认

为，搬迁仅是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贫困人口的自然

居住空间，却难以改变诱致贫困生成的经济、社会

和政治空间；搬迁移民，尤其是山区的搬迁移民面

临着迁移地空间与土地资源稀缺的限制；贫困户在

移民后，生计空间变得更加单一，生计脆弱性增

强［６］。相对于非贫困地区，贫困地区农户由于文化

程度、技术水平等原因，本身积累也较低，但这种增

长也仅是量的增长，农户在搬出原居住地以后，对

新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社会资本各方面会发生较

大变化，都会影响收入。

还有学者持相对中庸的意见，认为易地搬迁对

农户减贫的影响会根据农户不同的生计策略而不

同。一般而言，对于资源环境约束型贫困问题，易

地搬迁的减贫效果较明显；但对于内生动力不足或

人力资本不足型贫困问题，易地搬迁并不能达到预

期的减贫效果。贺立龙等认为，易地搬迁要注重搬

迁后的就业与生计帮扶，如果孤立地推行易地搬

迁，只是改进生存环境，难以实现内生脱贫［７］。

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学者对易地搬迁与减贫之

间的关系已经进行了较多探讨，但并未形成一致的

观点。究其原因，主要分歧点在于：一是学者们关

注的角度不同，关注点的差异主要在搬迁后的生计

资本变化、生计方式变化、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易

地搬迁的多维贫困指数等方面；二是在现有研究

中，通常把易地搬迁当做核心解释变量，未设置控

制组，不能很好地减少其他控制因素的干扰，无法

解决易地搬迁中的内生性和选择偏差问题；三是当

前研究采用的多是面板数据，未能考虑在微观数据

方面的致贫异质性，使得研究缺乏一定的针对性。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基于微观数据，设置控制

组来分析易地搬迁对减贫的影响，并且以分组识别

来对比不同的就业方式在易地搬迁中对减贫的影

响，从而更有针对性地验证易地搬迁对贫困户减贫

是否具有显著性效果，对精准帮扶以及后续巩固提

升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１．２　研究假设
１．２．１　易地搬迁与减贫：一个总体分析框架　易地
搬迁能够通过人口的迁移，打破资源与贫困之间的

恶性循环，有效改变生产生活条件；通过加强政府

的正向干预，对资源进行重新分配，推动贫困人口

向交通条件便利、生产生活条件更好的地区转移，

从而使贫困人口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摆脱贫困。

其减贫机制在于显著改善外部资源环境、增加贫困

人口的内生动力以及扩大收入来源等，实现贫困家

庭的减贫脱贫（图１）。

　　首先，易地搬迁能够通过改善农户外部资源环
境，达到减贫的目的。贫困农户，特别是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的贫困农户，大多生活在气候条件不利、

耕地资源有限、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的农村地区或偏

远山区，从而导致农业生产产量较低，以农业为生

的农民收入少，摆脱贫困的可能性较低。择优而居

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自然条件向好转变，能够最

大程度地保证农业收入的增加，从而有利于农户摆

脱贫困。

其次，易地搬迁能够增加农户的内生动力。易

地搬迁在于打破地理局限，通过对贫困村户进行搬

移、安置与帮扶，将其纳入现代化、市场化、开放性

的生计环境中，解决搬迁农户的生计收入问题，使

之产生内生发展能力而实现脱贫的目的［８］。影响

农业生产效率的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自

然条件主要集中在地形和土壤，人文条件集中在劳

动力自身［９］。新疆地区由于远离海洋，气候干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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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劣，盐碱地较多，可适宜种植的土地较少，不利的

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农户即使努力生

产，也无法改变自然条件的影响，产量较低，收入较

少。但当农户搬至更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地区以后，

环境得到改善，只有通过提高自身的能力，才可能

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为了获得更多的

收入，农产会追求内生动力的增加，有利于减贫目

的的达成。

最后，易地搬迁可以扩大农户收入渠道，增加

收入，摆脱贫困。易地搬迁能够显著提高贫困人口

的就业能力、增加就业岗位，在保证最基本的农业

收入以外，能够扩大收入来源，实现增收。朱永甜

等基于双重查分模型，研究发现，异地搬迁显著提

高了农户生计资本，从而对减贫有显著正向影

响［２］。李聪等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发现相对于

非搬迁家庭，搬迁家庭的生计资本相对较高，除自

然资本有一定程度的损失以外，金融资本、物质资

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等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

升［１０］。陈胜东等研究发现，异地搬迁行为是移民减

贫的主要原因，搬迁后贫困家庭的生计资本显著增

加，贫困户更有利于达到减贫的目的［３］。谢大伟研

究发现，搬迁后移民的生计资本有了较大提高，除

社会资本外，其余各项资本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如

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等［１１］。

假设１：易地搬迁对农户减贫有正向影响。
１．２．２　就业方式、易地搬迁与减贫　在易地搬迁背
景下，搬迁户搬的不仅是房子，而且是人脉资源和

人文环境，搬迁后，农户不仅需要适应新环境，还要

适应社会关系的变化。通常来看，与原居住地的环

境相比，迁入地会是一个更具开放和市场化的新环

境，改变原有的以传统农业收入为主、非农收入为

辅的收入模式，与此同时，由于周围环境的变化，家

庭劳动力会逐渐选择从以农业为主过渡到以打工

为主，在劳动力重新配置过程中外出务工活动由于

农户无法在短期内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自身拥有的

生产技能无法满足现有就业要求、迁入地消费水平

高而收入低等多重风险及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使

农户以纯打工谋生的易地搬迁方式可能无法真正

解决贫困户的贫困问题。

农户易地搬迁到自然条件更加具有优势的地

区以后，由于肥沃的土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等，

农业生产效率显著增加，从而会使以纯农业为主的

就业方式更加有利于农户收入水平的增加，对减贫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２：易地搬迁后，不同的就业方式对减贫的
影响存在异质性。

２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２．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笔者所在课题组于２０１９

年７月在南疆四地州进行的贫困监测评价调研。南
疆四地州是全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自

然条件恶劣，资源禀赋贫瘠，自然灾害多发，贫困脆

弱性高。调查所选择的 ５个县除拜城县为非贫困
县，其余均为深度贫困县。

抽样过程：笔者所在课题组针对每一个受调查

的县，严格按照项目要求的抽样标准先选出乡镇再

进行行政村抽样，最后共抽取２３个行政村设置为样
本框，并根据所抽取的行政村所提供的村民小组名

单，在每个行政村随机抽取２～３个村民小组，对村
民小组中的所有家庭进行调查，调查对象均为家庭

中年龄在１６～６５岁的户主或其配偶，调查内容包括
家庭人口基本信息、易地搬迁情况、生产经营情况、

就业培训情况、农户收入情况、借贷行为以及扶贫

政策落实等情况。在实地调查过程中，笔者所在课

题组为了保障调研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采取了

一系列质量控制措施，对调查员进行随机跟访、复

访，确保问卷质量，对录入后的数据进行多次数值

和逻辑性校验。本次调查一共覆盖７３３份样本，共
３５９７个个体，最终经过整理得到有效问卷样本７２４
份，搬迁户２１０份，非搬迁户５１４份，分别占２９１％、
７０．９％。
２．２　变量选取

一直以来家庭收入都是衡量贫富的一项重要

指标。许多学者在研究减贫相关影响指标时，通常

都将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进行研究［１２］。因此，本

文采用家庭人均纯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研究易地

搬迁的减贫作用。以是否参与易地搬迁作为本文

的核心解释变量。

２．３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取

对数，均值为８．９８４，家庭收入的最大值为１０．４７３，
最小值为７．１３１。农户的特征反映了样本贫困户的
基本情况。从家庭规模来看，基本每户家庭约５口
人，户主的平均年龄为 ５２岁，且 ８２％为男性，有
６８％都未脱贫。以上数据表明，大部分贫困家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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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因病或缺少劳动力而陷入贫困的老年家庭。

由耕地面积得知，大部分贫困户没有放弃土地资源

这一农业生产资本，仍然依靠农业生产来获得一部

分经营性收入。同时，６５％的家庭有低保，４３％的家
庭有扶贫小额贷款，这些社会保障与政府资金均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

表１　 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家庭年人均纯收入 取对数 ８．９８４ ０．５１７ ７．１３１ １０．４７３

　　家庭年人均纯收入 元 ９０９６．９５４ ４８７７．５１７ １２４９．６００ ３５３５０．０００

解释变量

　　是否易地搬迁 是＝１，否＝０ ０．２９０ ０．４５４ ０ １

农户特征

　　户主健康程度 健康＝１，不健康＝０ ０．７８７ ０．４１０ ０ １

　　就业方式 务农＝１，兼业＝２，打工＝３， １．２６２ ０．６２５ １ ３

　　户主年龄 岁 ５１．９６３ １４．３８４ １４ ９５

　　户主性别 男＝１，女＝０ ０．８２０ ０．３８４ ０ １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１，初中＝２，高中＝３，大专及以上＝４ １．２６９ ０．４７１ １ ４

　　是否脱贫 已脱贫＝１，未脱贫＝０ ０．３１９ ０．４６６ ０ １

　　家庭人口数 人 ４．４７５ １．６７０ １ １２

　　劳动力人数 人 ２．０６２ １．０２９ ０ ７

　　是否有低保 是＝１，否＝０ ０．６５３ ０．４７６ ０ １

　　耕地面积 亩 ６．１９７ ７．０９２ ０ ６０

　　是否独立发展产业 是＝１，否＝０ ０．５００ ０．５００ ０ １

　　培训率 培训人数／家庭人数 ０．２００ ０．２２７ ０ １

　　是否有扶贫小额贷款 是＝１，否＝０ ０．４２５ ０．４９５ ０ １

３　研究方法

３．１　倾向得分匹配法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ＰＳＭ）［１３］来估计易地搬

迁对农户收入的影响，ＰＳＭ能够最大限度地排除其
他因素的干扰，能够解决易地搬迁中存在的内生性

问题和选择偏差问题，提高结果的准确性。

首先取样本特征Ｘ，指示变量为 Ｔ，由此得出倾
向得分为：

Ｐ（Ｘ）＝Ｐｒ＝（Ｔ＝１｜Ｘ）。 （１）
式中：Ｐ（Ｘ）表示倾向得分值。

得到平均处理效果为（２）式所示：
ＡＴＴｐｓｍ＝Ｅｐ（ｘ）Ｔ＝１｛Ｅ［Ｙ

Ｔ｜Ｔ＝１，Ｐ（Ｘ）］－Ｅ［ＹＣ｜Ｔ＝
０，Ｐ（Ｘ）］｝。 （２）
式中：ＡＴＴｐｓｍ表示试验组平均处理效应；Ｙ

Ｔ、ＹＣ分别
表示试验组和控制组被匹配样本的农户收入；Ｔ为
二分变量；Ｔ＝１表示农户参与易地搬迁，Ｔ＝０表示
农户未参与易地搬迁。

３．２　异质性分析
检验易地搬迁对农户减贫的影响，设定计量模

型（３）。

ＹＩｎｉｎｃ＝α０＋α１Ｘｙｄｂｑ＋α２Ｘｉ＋εｉ。 （３）
式中：ＹＩｎｉｎｃ表示贫困户的家庭人均收入；Ｘｙｄｂｑ表示贫
困户的易地搬迁；Ｘｉ表示一系列影响贫困户的控制
变量；α０、α１、α２为待估计参数，为随机扰动项；εｉ为
随机扰动项。

从已有研究来看，易地搬迁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路径表现为２个方面：一方面，搬迁户搬入迁入地
后，非农收入有所增加，主要是因为迁入地距离城

市较近，打工更加方便；另一方面，由于非农的边际

收益要高于农业，家庭中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比例增

大，家庭收入水平也相对较高。为进一步分析易地

搬迁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不同组中易地搬迁对

家庭收入的差异，由于农户在选择参加易地搬迁的

时候并非随机，而是一种“自选择”，是贫困家庭综

合决策的结果，因此，在分组中仍采用 ＯＬＳ估计进
行对比分析。

４　结果与分析

４．１　倾向得分匹配分析
４．１．１　基础描述统计　将农户分为搬迁户和非搬
迁户２种类型，搬迁户划分为搬出户（搬出乡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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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搬出户（未搬出乡镇），以家庭年人均纯收入进行

比较。由表２可见，全样本的收入均值为８．９８４，其
中搬迁户的收入均值为９．０５６，非搬迁户的收入均
值为８．９５５，搬迁户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非搬迁户，
但是否能够证明易地搬迁确实可以有效提高农户

的收入，还不能下结论，因为收入水平还有可能受

别的因素影响或干扰，为了有效控制别的干扰因

素，采用ＰＳＭ准确估计出易地搬迁的净处理效应。

表２　不同类型农户收入水平

类型 人均纯收入
样本量

（户）

全样本 ８．９８４ ７２４

搬迁户 ９．０５６ ２１０

非搬迁户 ８．９５５ ５１４

搬出户（搬出乡镇） ９．０２６ ３２

未搬出户（未搬出乡镇） ９．０６１ １７８

　　注：人均纯收入均为对数值。

４．１．２　计量结果分析　采用ｓｔａｔａ１５软件对样本数

据进行回归检验。选择核密度匹配法来计算，以农

户年人均纯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对总样本、搬出

户（搬出乡镇）、未搬出户（未搬出乡镇）３种样本计
算倾向得分，分析易地搬迁的净处理效应，并进行

倾向值匹配，判断易地搬迁对减贫的影响。由表３
可见，从总样本来看，易地搬迁在１％的显著性水平
上对农户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不同的搬迁类

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也存在差异。从分析结果看，

将易地搬迁的农户作为试验组，未参加易地搬迁的

农户（以下简称“非搬迁户”）作为控制组，匹配前试

验组的人均纯收入均值为９．０５６，控制组的人均纯
收入均值为８．９５５，两者之间的差值为０．１０１；运用
倾向值匹配后试验组的人均纯收入均值为９．０５６，
控制组的收入均值为８８８４，ＡＴＴ值为０．１７２，在１％
水平上显著，即易地搬迁户的平均收入水平比非搬

迁户的高１８．７７％。说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干扰的情
况下易地搬迁确实有助于促进农户收入的提高，并

且促进作用较匹配前有所提高。

表３　不同类型农户收入水平变化

样本 处理效应 试验组 控制组 ＡＴＴ 标准差 ｔ值

总样本 匹配前 ９．０５６ ８．９５５ ０．１０１ ０．０４２ ２．４０

匹配后 ９．０５６ ８．８８４ ０．１７２ ０．０６４ ２．７０

搬出户 匹配前 ９．０２６ ８．９５５ ０．０７１ ０．０９５ ０．７５

（搬出乡镇） 匹配后 ９．０２６ ８．８９８ ０．１２８ ０．１２５ １．０２

未搬出户 匹配前 ９．０６１ ８．９５５ ０．１０７ ０．０４５ ２．３９

（未搬出乡镇） 匹配后 ９．０６１ ８．８７４ ０．１８７ ０．０６４ ２．９２

　　注：试验组、控制组数据均为收入均值对数；、、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统计显著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在总样本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易地搬迁的
农户细化分为搬出户和未搬出户，２种类型的农户
在易地搬迁后会有不同的增加收入的途径，搬出户

主要是通过务工来获得收益，未搬出户则主要是以

务工结合务农来获得收入。为了比较易地搬迁对２
种类型农户收入的作用差异，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分别估计易地搬迁对搬出户和未搬出户收入平均

处理效应。如表３所示，将搬出户作为试验组，非搬
迁户作为控制组，匹配前试验组的人均纯收入均值

为９０２６，控制组的人均纯收入均值为８．９５５，两者
差值为００７１；倾向值匹配后试验组的人均纯收入
均值为９．０２６，控制组的人均纯收入均值为８．８９８，
ＡＴＴ值为０．１２８，在１％水平上显著，即搬出户的平
均收入水平比非搬迁户的收入高１３．６６％。说明通
过搬迁，农户家庭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提高，收入方

式增加，农户的收入得到提高。

把未搬出户作为试验组，非搬迁户作为控制

组，运用倾向值匹配法进行估计，匹配前试验组的

收入均值为９．０６１，控制组的收入均值为８．９５５，两
者差值为 ０．１０６；匹配后试验组的收入均值为
９０６１，控制组的收入均值为 ８．８７４，两者差值为
０１８７，在１％水平上显著，即未搬出户的平均收入
水平比非搬迁户的高２０．５６％，说明易地搬迁改善
了农户原有的居住条件，但没有搬迁出乡镇，能够

在原有的社会资本下，拓展收入方式，有效地提高

收入。

４．２　基本回归结果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易地搬迁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

究不同组中易地搬迁对家庭收入的差异。分析易

地搬迁中不同就业方式对收入的影响，采用 ＯＬＳ估
计进行对比分析。

如表４所示，易地搬迁对农户收入有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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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假设１成立。表明，
易地搬迁有利于增加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就业方

式对家庭人均纯收入在１％显著性水平上有正向影
响。就业方式除了务农，还有兼业（务农及打工）、

纯打工，这些非农收入都会增加收入。

对于控制变量而言，文化程度、家庭人数、享受

低保、发展产业呈负相关。是否脱贫、劳动力人数、

培训率都与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劳动力人数越多，

可以显著提高家庭人均纯收入；培训人数次数越

多，也会增加其家庭人均纯收入。

表４　回归结果分析

变量 家庭年人均纯收入

易地搬迁 ０．１１３

健康状况 ０．０５４

就业方式 ０．１０７

年龄 ０．００２

性别 ０．１２０

文化程度 －０．０６１

脱贫 ０．１５５

家庭人数 －０．０７１

劳动力人数 ０．０６７

享受低保 －０．０９６

耕地面积 ０．００５

发展产业 －０．０４８

培训率 ０．３０５

贷款 ０．００９

＿ｃｏｎｓ ８．８４２

Ｒ２ａｄｊ ０．１５５

４．３　异质性分析
按照农户就业结构分组，样本被分为以纯农

业、兼业（农业结合打工）、纯打工３类。其中就业
方式以纯务农收入为主的有６０５户，打工与务农相
结合的有４８户，纯打工的有７１户。从表５可知，以
纯农业为主的易地搬迁对家庭人均年收入在１％显
著性水平上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析出现此现象的

原因，不难发现，搬到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更有利

于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效率增加，粮食单产面积提

高，从而增加了农户收入。而以农业加打工为主的

易地搬迁方式对农户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增加有负

向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就业方式以打工为主的

易地搬迁对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加有负向影响，

且在１０％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出现该现象的原因可
能是城镇生活水平高，而搬迁户由于自身水平有

限，只能从事工资收入较低的工作，与此同时，打工

无法同时进行农业生产，致使其丧失农业收入，可

能会出现入不敷出的现象，从而使得易地搬迁对减

贫出现负向影响，假设２成立，即易地搬迁后，不同
的就业方式对农户减贫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表５　按就业方式分组

变量 纯农业 兼业（农业＋打工） 打工

易地搬迁 ０．１７７ －０．０８５ －０．１７１

健康状况 ０．０９０ ０．０６２ －０．０９８

年龄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性别 －０．０１１ ０．１２３ ０．０３５

文化程度 －０．０６６ －０．２２８ －０．０３４

脱贫 ０．１７０ －０．１２４ ０．１２６

家庭人数 －０．０８０ －０．１０１ －０．０１７

劳动力人数 ０．０７４ ０．０８５ ０．０３０

低保 －０．０９８ ０．０３５ －０．０７６

耕地面积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发展产业 －０．０２６ －０．２９０ －０．０３６

培训率 ０．３７７ －０．９７２ ０．３４０

贷款 ０．００８ ０．０８２ －０．０２４

常数项 ８．９２８ ９．４９９ ９．３０４

Ｒ２ａｄｊ ０．１７０ ０．２７８ ０．１１７

　　注：Ｒ２ａｄｊ表示调整后的拟合优度。

５　结论与讨论

５．１　结论
基于南疆地区７２４份微观数据，采用倾向得分

匹配法、混合 ＯＬＳ回归，分析了易地搬迁对农户的
减贫效应，经过上述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易地搬迁对农户减贫有正向影响，且在１％显
著性水平上显著。能够通过改善外部资源环境、增

强内生动力以及扩大收入渠道等途径得到减贫的

目的。易地搬迁户人均收入比非搬迁户高１８．７７％，
即易地搬迁有利于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有助于减

贫。从不同类型的搬出户来看，未搬出户的平均收

入水平比非搬迁户的高２０．５６％，未搬出户在没有
脱离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下，实现就近就地转移就

业，不仅能从事非农工作，还能兼顾家庭，在农忙时

能够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实现多种方式增收，实现

收入高于非搬迁户，实现尽早脱贫。

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易地搬迁以后，不同的

就业方式对减贫的影响不同，以纯农业为主的就业

方式对减贫有较显著的正向影响，农业加打工为主

的就业方式对减贫有负向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

以打工为主的就业方式对减贫有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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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讨论
实证分析，易地搬迁确实能够明显提高搬迁农

户的收入水平。通过易地搬迁，改变农户空间位

置，能够解决原资源禀赋不足的限制，以及自然灾

害所带来的生存威胁，同时在农户的发展中，有效

注入政府以及各种经济、社会的力量，进而阻断

贫困。

对易地搬迁农户继续加强政策扶持与引导，加

大政策扶持的针对性和持续性，使易地扶贫搬迁能

够持续提高收入，同时加强特色种养殖产业等，特

色手工业等，通过一、二、三产业类工作的相融合，

来提高收入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关注易地搬迁农户的就业方式，通过加大就业

关注力度，提供畅通的就业信息渠道、资金支持以

及就业培训，确保易地搬迁农户能够稳定长期有效

地提高非农收入，以此达到快速增收的目的。鼓励

未搬出户就近就地转移就业，促进家庭收入多元

化。随着乡村振兴的实施，未来会在乡村提供更多

的就业或创业机会，政府要积极创造条件，整合各

方资源，为贫困群众就业提供有力的指导和服务。

为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及岗位，提高贫困群众的

非农收入，促进收入多渠道，以此提高收入。

在异质性分组中，由于兼业及纯打工样本数较

少，分析结果对减贫效应不显著，故在下一步实证

分析中，应加大样本量，每年追踪兼业及纯打工样

本农户收入变化，再看易地搬迁实证结果。

总而言之，易地搬迁政策的实施对农户的脱贫

减贫有着重大的影响，伴随着空间结构的改变，农

户的资源以及外部市场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农

户的收入变化也与农户自身对外界的适应性有关。

今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为了巩固现有的脱贫成

效，实现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效衔接，易地搬

迁政策仍会进一步持续巩固，加大后续帮扶工作，

从而实现易地搬迁户持续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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